你会伸出援助之手么？

1 引入

美国众多新闻媒体报道了一则发生在纽约市的暴力悲剧事件。1964年的一天，凯蒂·热娜娅(Kitty Genovese)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返回公寓，她的公寓在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她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那男人刺了她数刀，她大声喊救命。一个邻居在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这个女孩”。歹徒正欲逃走，但后来他又返回来将热娜娅击倒在地，再一次刺杀她。女孩继续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热娜娅当时已经死了，袭击者也不知去向。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中发现，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袭击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一对夫妇说他们以为已经有人报了警)把两把椅子移到窗前，为的是观看这一暴力事件。杀人犯也一直没有抓住。

  如果有一个人能早些向热娜娅伸出援助之手的话，她也许就能幸免于难。这看上去似乎是邻居们缺少爱心，没有努力阻止这场暴力事件，这令纽约市民和全体美国人感到震惊。人们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谴责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情感的淡模，谴责皇后大街的居民们，谴责人类的本性。

热娜娅的悲剧激发了心理学家的兴趣，纽约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勃·拉特那(Bibb Latane)就是两位欲图研究这些原因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把这种在突发事件中的帮助行为称为“旁观者干预”行为。

你曾经遭遇过真实的突发事件吗?和你在电视中看到的、报纸中读到的相反，突发事件非同寻常。达利和拉特那估计，平均每个人一生中遇到的突发事件不多于六项。这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突发事件，而你又必须作出决定时，你却没有任何经验。社会要求我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伸出援助之手，但通常的情况就像著名的热娜娅事件那样，我们没有这么去做。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经历那样的事件太少，以致使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因为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感情冷漠吗?或者是因为人的本性本身就是冷漠的?

2 案例

2.1 研究者的思路

达利和拉特那认为没有人前去帮助凯蒂·热娜娅的原因是因为存在一种被他们称为“责任扩散”的现象。即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一种想法就越强烈，即“有人会去帮助他(或她)的，我就不必去了”。你是否曾在繁忙的街道上看见过车祸，或者说当车祸发生不久你恰好到达了出事地点?你很可能驾车驶离现场，并认为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叫了警察或救护车了。所以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也这样做。但是，想象一下，假设你在荒郊野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你遇到了同样的事件，此时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

2.2方法
  研究者不可能为了进行实验而重新创设一种与凯蒂·热娜娅谋杀案完全相同的情景。因此他们必须设计另一种与真实的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情景，以便观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达利和拉特那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响起。

所有这些隐藏了真实实验目的的设计，是为了能够从被试那里获得真实、自然的行为反应。这其中最主要方法就是把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讯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其他的声音都是录音。

现在，实验组的人数已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一些突发事件。研究人员决定非常逼真地设计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痈发作场景。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讲到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适应纽约的生活氛围方面。然后他又羞怯地补充说，自己有时候也会犯严重的癫痛病，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之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而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开始时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痛开始发作(记住，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达利和拉特那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痛发作”的全部内容:

“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痴痛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

对于被试来说，这很显然是一次突发事件。毫无疑问，那名“学生”正处在危难之中，需要立即得到帮助。为了分析被试的反应，达利和拉特那测量了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痛发作)。他们还测量了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研究者给被试4分钟的时间作反应，之后实验停止。

2.3结果

结果对研究者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当被试相信有许多其他人在场时，向研究者报告癫痈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而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组被试百分之百地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二组被试中只有85%的人报告，而第三组被试中只有60%的人在4分钟内作了报告。

3 问题

对于实验结果，被试对癫痛发作者非常冷漠、令人心寒，但我们仍然有疑惑，为什么其他人的出现会对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4 解答

所有的被试都报告了在事件发生时他们感到极度地焦虑和不适，还有人出现了紧张的躯体症状(如手发抖，掌心出汗)。所以，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被试行为结果的不同与被试认为的在场人数的不同有关。别人的在场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叫“社会影响”。

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被试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不仅是提供帮助的责任扩散了，反过来因不提供帮助而受到的良心责备和内疚也扩散了。

 对这类社会影响的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预测性焦虑”的现象。达利和拉特那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我记得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次与一帮朋友在邻居家的游泳池内游泳，当我正准备从跳板上跳水时，我看见邻居13岁的女儿正躺在泳池的底部，我看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紧急状况，她是溺水了还是在开玩笑?我无法确定，正当我准备大声呼喊并跳下去营救时，她懒洋洋地游出了水面。我因担心出错而犹像了30秒。问题是这些经历教给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东西:即帮助行为很可能使你看上去很愚蠢。    

 1你—一个潜在的帮助者—必须首先意识到某一件事正在发生。在本章的研究中，紧急情况的产生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也许行色匆匆或将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紧急情况的发生。

 2.下一步，你必须对情景作出判断，即某个人是否确实需要帮助。在这一点上，害怕难堪的心理发挥着作用。在本研究中，情境是清晰的，需要帮助的时候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在现实中，大部分潜在的突发事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我在游泳池中游泳的例子。或者想象一下，你看见一个人正步履蹄珊地穿过繁忙的人行道，你会想他是病了还是喝醉了?

你对情境的判断会影响你对是否介人此事的决定。在热娜娅事件中，许多没有提供帮助的人声称，他们都以为这是情侣间的争吵而不想介人其中。

  3你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突发事件中，你是惟一的旁观者，那么你会立即承担这种责任。然而，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你也许会让他们替你承担责任。这一步是本项实验所关注的氮点。在突发事件中，在场的人越多，责任扩散就越严重，也就逃有可能发生无人提供帮助的情况。

 4。如果你承担了责任，那么你必须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这时，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觉得自己没有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你将不会提供帮助。在本项研究中，所有的被试只要向研究者报告有学生癫痛发作，完成此任务不涉及能力问题。但如果有一群人看见一辆车撞倒了一个行人，这群人中有医生、护士或是其他护理人员，那么他或她更有可能介人其中，因为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

 5，最后，当你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之后，你必须去做。仅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不能保证你就一定会去做。现在，你必须掂量帮助别人的利与弊。你愿意独自介人有一人持刀或两个人都持刀的打斗中吗?对于车祸中的受害者，你是否能帮助他们还是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呢(又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如果你介人了，你会被起诉吗?如果你试着去帮助别人，结果会看起来很愚蠢吗?许多问题取决于情景，在你采取真正的行动以前，这些问题会在你的脑海里一一闪现。

5 应用
   在凯蒂·热娜娅谋杀案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实验中，所涉及的旁观者都是彼此互不相关、不能相互交流的。如果这些旁观者彼此能相互看见并且可以相互交流的话，你认为后果会怎样?也许他们会分析这个突发事件，分工合作，彼此相互鼓励去帮助当事人。而且，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帮助他人是社会所期望的行为，所以也许我们会认为，既然别人能看得见，彼此又在讨论此事，那么他们将很愿意“作出正确的决定”，并介入其中。达利和拉特那相信，在某种情况下，即便是关系很近的群体也不比个人更乐意提供帮助。他们的理论认为，当突发事件比较模糊时，就越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拉特那和达利(1968)随后设计了一个情景来验证这一观点。一些心理学系的学生自愿来参加一项访谈，共同“讨论在城市大学中的一些生活问题”。他们为接受访谈来到预先约定的地点，并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等候，主试要求他们填写一份预备问卷。几分钟后，烟开始从人口处进人房间，这些烟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混合物，对被试不造成任何危险。不久，烟变得越来越浓，以致房间内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主试开始计时，看被试会过多长时间才把冒烟的情况报告给主试。一些被试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还有一些被试与另外两个人又主试的助手)在一起，被试认为这两个人也是被试，当烟出现时，这两个人表现得若无其事;其余的被试则三人一组待在房间里。拉特那和达利的研究结果又一次支持了他们的理论:在单独组中，有55%的被试在两分钟之内报告了冒烟的情况。其余两个组仅有1%的被试报告了情况。另外，四分钟之后，单独组有75%的被试开始行动，而在其他组中，再没有被试报告冒烟一事。

达利和拉特那的关于助人行为和责任扩散的开创性研究继续对各种热点研究产生不小的影响。例如，在一本有关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杂志上就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使用了拉特那和达利的模型来研究发生在小学生中的欺负同伴现象。研究人员尤其想了解，当一个小孩欺负另一个小孩时，其同龄伙伴将有何行为表现，即那些同龄伙伴会强化欺负行为呢，还是为受害者出面干涉?非常不幸的是，结果可能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些同伴会用54%的时间作为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来强化这种欺负行为，用1%的时间主动模仿欺负行为，只有25%的时间是用来保护受害者并出面进行干涉”。从总体上讲，女孩明显比男孩更乐意出面干涉欺负事件，而年龄较大的男孩比年龄较小的男孩更有可能参与欺负行为。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同龄的旁观者在学校暴力事件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学校教育阶段，我们应该教育、训练儿童，让他们尽可能去援助受害者，不去助长欺负行为，这才是减少学校暴力事件的有效措施。
    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看起来确实有些悲观，但是这项研究所论述的人们在紧急情况下却不愿提供帮助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解释了使人困惑的人类行为，而且还有助于改变这种行为。关键在于，不要以为已经有人帮助了或一定会有人去帮助危难中的当事人。我们应该永远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时一样去行动。
